“误”种起源：关于进化论的18个常见误区
你真的懂“进化论”？不妨套用费米在描述“量子物理”学时的名言：如果你认为自己已经懂了，那么显然你还没懂。请试回答：

　　进化会让生命体变得更复杂吗？人类比细菌具有更大的进化优势吗？基因变异具有特定的方向性吗？生物学家都是达尔文主义者吗？进化论无法被驳倒吗？“同性恋”能够被遗传吗？

　　事实上，你一开始就可能因为“进化”这个词的隐含意义而误解了它本身。达尔文最初创造它的时候，或许有意体现一种循序渐进、向前发展的隐含意义。 
而这个词的传播，也让很多人认为，进化纯粹是一种前进的表现，这个过程必然是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然而现代生物学正逐渐改变这一认识。事实上，生物的“进化过程”并不拥有明确的方向性，自然也不可能按照由低到高的序列逐次完成。因此，“前进”的趋势在生物演化的过程中可能并不存在。出于这一原因，这个专题将主要使用“演化”一词。我们希望，这个措辞上的变化，有助于理解达尔文理论的意义。

近日，《新科学家》杂志组织专家撰写了一组辨析演化论的文章。我们在《新科学家》系列文章的基础上，增损了一些相关案例，同时补充了许多中国学者的意见和观点。在本期《新知周刊》的文章中，你将获得上述问题的答案。这些答案或许会让你大吃一惊，或许会引发你的进一步思考，或许会让你对进化论有一个更新的认识。

　　记者 李健亚

　　专题鸣谢：

　　袁越（科普作家）

　　于军（中科院北京基因组所研究员）

　　傅德志（中科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

　　周忠和（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

　　李淳（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博士）

　　张劲硕（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博士生）

　　姬十三（科普作家）

　　误区1　任何器官都源于适应

　　这是一条900多万年前的蛇的化石的X光照片。科学家发现，它依然留有四肢的痕迹。

　　通过观察转基因鱼，缪尔与他的同事提出了“特洛伊基因假说”。

　　真实情况：

　　并非每个器官都是适应的结果，都有存在的必要，比如鸵鸟的翅膀、人的阑尾。

　　有人推断：既然演化论是惟一正确的理论，那么生物体的任何一部分都应该是自然选择的结果。事实上，生物体的很多部分不是自然选择的结果。

　　在鸵鸟和其他一些不能飞行的鸟类身上，仍然残存着毫无用处的器官———翅膀；又如在一些蛇类体内发现的腿骨。为什么这些无用的器官没有被演化掉呢？鸵鸟的祖先是会飞的。但在演化过程中，鸵鸟放弃了飞行。自然选择的压力还不够大，它们保留一对没用的翅膀，仍然活得不错。

　　再看看人类，我们身上也有很多无用器官，比如阑尾。去年有人提出了一个假说，认为阑尾是有益细菌的基地。好在这只是一个假说。主流的意见认为，对植食性动物而言，阑尾较大且直接参与消化过程。而人类的阑尾则较小，对食物的消化过程也没有直接影响。因此，人类的阑尾是从植食性的祖先那儿继承来的已退化器官。阑尾对人体来说几乎没有实际功能。人还留着它，是因为还没来得及让它彻底退场。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博士李淳指出，它们也就是“孑遗器官”。

　　而人类演化到现在，已经不需要如其他恒温动物一样依靠毛发维持体温。人体仅存的毛发，除了睫毛可以抵挡灰尘进入眼睛，胡须可以使男性看起来更性感以外，几乎毫无用处。

　　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周忠和指出，无用不一定要退化，适应过程就像是个排污过程，是一点一点进行的。“鸵鸟的翅膀，或许它确实"不是适应得最好的"。”

　　鸵鸟的翅膀已经成了典型的孑遗器官。

　　误区2　自然选择是　演化的惟一方式

　　真实情况：

　　其实，运气也非常重要。

　　许多人想当然地便推论出自然选择是演化的惟一方式。其实，不同个体之间的很多细微变化都不是自然选择的杰作，而是源自“遗传漂变”，或许称为“幸运者生存”也不错。

　　每一个人类胚胎都至少带有100个，或更多的新基因突变。这些新基因突变，有些是有害的，不过也会由于自然选择而被消除。但其中大部分基因突变发生在所谓的“垃圾DNA”上，对人体没有影响。

　　李淳指出，这些既谈不上有用，也谈不上无用的基因突变称为“中性突变”。绝大多数中性突变会逐渐消失，少量中性突变会被遗传下去并扩散开来。“中性突变是在分子层面上的，达尔文的进化论是在个体、种群层面上。”周忠和指出。

　　大部分分子突变在自然选择的意义上都是中性或近中性的，因而自然选择对这些突变并不起到筛选的作用。生物种群内的遗传多样性，都是通过这类中性或近中性突变的随机漂移产生的。

　　当然，很大一部分突变是有害的。有害突变产生后，会影响携带这些突变的蛋白质以及基因的正常功能，进而影响生物的生存与繁殖，因此很快就会被淘汰掉，所以在演化上是没有意义的。另一方面，对生物有利的“正突变”也很少，不能说明分子演化中的多态性现象。自然选择只对那些对种群的遗传结构并不重要的有害突变和正突变起作用，中性或近中性突变的命运是由随机因素决定的。中性理论也是一种“幸运者生存”的学说。

　　要让“中性突变”在种群中扩散下去，几率确实非常低。对基因突变来说，“遗传漂变”要想固定下来也有先决条件，“种群越大，越不容易保留，反之，就越容易固定。”李淳指出。

　　而一旦有灾难性事件发生，究竟什么能“固定”下来，这完全是运气使然。假设一个小岛上有100只老鼠，其中98只都是灰色的，一对是棕色的。一次火山爆发杀死了所有灰色老鼠，两只棕色老鼠则躲过一劫。接下来这个岛上的老鼠就都变成棕色的了。这看起来很荒诞，但却完全有可能发生。

　　事实上，上述例子正好说明，规模越小的种群，发生“遗传漂变”的可能性也就越大。一些研究者指出，基因研究显示大约在200万年以前，人类经历过一次浩劫，种群规模急遽缩小，即所谓“瓶颈期”。在这个时期侥幸活下来的人决定了人类现在的长相。

　　作为一个无性生殖物种，亚马孙帆鳉更容易受到有害突变的影响。

　　误区3　演化提高生存能力

　　真实情况：

　　单一个体生存能力的提高，可能削弱群体竞争力。

　　“适者生存”在很大程度上被误读了。你别以为演化总是增加了那些生存者的几率。演化有时也可以令个体越来越不适应，甚至灭绝。

　　首先，自然选择可以在任何水平进行。基因生存率提高并不意味着对个体有益，对群体当然更是这样。在牺牲群体中利他主义者的利益基础上，自私的个体可以获得蓬勃发展，但他们却使群体的整体竞争力减弱。

　　转基因鱼因为其基因改变，能产生更多生长激素，使其长得更快、更大，更早成熟并产下更多的卵。然而相比野生种群来说，它们却更难适应野生环境。1999年，美国普度大学的缪尔（WilliamMuir）和霍华德（RichardHoward）提出了“特洛伊基因假说”：雄性个体较大，所以转基因鱼能找到更多配偶，但若转基因个体的生殖能力降低，那么这个物种的野生种群将完全灭绝。

　　其次，突变越多，有害突变也越多。这会降低物种的生存几率。突变几率低，那么种群也许就无法适应环境的变化。另一方面，如果种群突变率过高，随着有害突变不断积累，这一种群灭绝的速度可能比前者还快。

　　种群数量小就容易积累有害的突变，这在无性生殖的物种，比如对亚马孙帆鳉来说，显得更麻烦。在有性生殖物种中，有害突变积累的危害不太大。通过有性生殖，可以减少有害突变的遗传。一些不幸的后代继承了大量的有害突变后死掉，但其他个体可以幸存。

　　误区4　演化让生命更适应环境
如果斑马演化出了枪支，就能更好地对付狮子了，可它们为什么做不到呢？丁华勇

　　真实情况：

　　你并不是最完美的适应者，其实你和你的竞争对手几乎一样。

　　我们不停地被灌输：动物是如何适应它们的环境。不过，这与真相相差甚远。以英国的红松鼠为例。它们显然是这一地区的强者。然而，灰松鼠打破了这一切。灰松鼠原产于北美，它应该更适应美洲的环境，而不是英国的环境才对。可由于灰松鼠对果实的消化能力更强，繁殖力更强，因此，在抢占食物、栖息地的竞争中，红松鼠总是处于劣势。灰松鼠成了“入侵物种”。

　　演化不会将任何事物设计得很完美。最经典的例子是“熊猫的拇指”。大熊猫的爪子除了五趾外还有一个“拇指”。这个“拇指”由腕骨特化形成，叫“桡侧腕骨”，熊猫就是靠这段骨头握住竹枝进食的。1978年，美国生物学家古尔德（StephenGould）在关于这点上还专门写过一篇散文：熊猫真正的拇指和手掌长在一起了，于是它们只好把一段腕骨演化成拇指的样子，腕骨显然不如拇指好用。

　　大熊猫面临的问题还不止这么简单。从它的武器装备来看，熊猫长有食肉动物的典型特征“裂齿”，明摆着是一个“肉食者”。大约800万年前，熊猫的祖先禄丰始熊猫是一种杂食性动物。到200万年前，由于受到竞争者的挑战，它们就放弃了肉食。小种大熊猫的化石显示，它们已经开始大量食草。大约生活在100万年前的巴氏大熊猫已经几乎完全素食。即使这样，大熊猫的牙齿依然是为食肉准备的，而且它们肠子太短，不适合吃草。一句话，这种动物简直是越“进化”越不适应周遭的环境了。

　　事实证明，演化只起到改造的作用，而不会完全创造新的。看看我们每个人的手都是五个指头吧。千万别以为，5这个数字就意味着“最适合”。这只是因为我们的祖先就是5个足趾罢了。

　　如果说大自然以完美作为标准，原本可以有更多的完美物种。鲨鱼没有鱼鳔，不能像硬骨鱼类那样很方便地调整浮力，只能靠游泳，或者憋气来控制自己在水中的位置。所以，演化是无法做到先见之明的，由此演化中也相伴着有瑕疵的设计。比如脊椎动物的眼睛，它是多么精妙。但，眼睛有个盲点，那是神经束的入口。这就是个有瑕疵的演化结果吧。再比如，哺乳动物的呼吸系统也不完美，它们吸气呼气共用一个出口，远不如鸟类的呼吸系统好———鸟类的呼吸系统是单方向的，效率比哺乳动物高多了。

　　缺乏远见的演化势必会在物种演化中产生瑕疵。自然选择倾向于在原有的器官上做改进手术，而不是发明一个全新的器官。比如鸟类的翅膀、哺乳动物的蹄子，以及人类的手，都是从早期鱼类的鳍演化来的。换句话说，它们都是“同源”的。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很多高等动物的相应器官都只能在鳍的基础上加以改进，而不是发明出全新的设计。

　　按照演化理论，如假以时日，很多生物都能演化出“接近”完美的器官来，即所谓“趋同演化”——关键是它们没有那么多时间。演化的要素有两个：代数和种群密度。密度越高，代数越多，发生基因变异的总数也就越多，进而自然选择作用下“消除”缺点，演化出完美的器官的几率也就越大。

　　一些研究认为，人类在近10000年里进化的速度加快了。不过，人类对环境的改变速度更快，所以人类有很多性状在现代社会里都显得错误百出。比如，人类缺乏合成维生素C的能力，这种能力在平时没什么用处，可在航海的时候是多么重要啊！

　　误区5　演化创新 无所不能
从大熊猫的手骨标本上可以清晰地看到，它在五趾之外，还有一个“拇指”。

　　真实情况：

　　演化不是无所不能的创新。所以斑马演化不出机关枪，而人类也演化不出翅膀。

　　演化并不是一味的创新。如果有足够的创新意识斑马理应演化枪支，以便更好地抵御狮子的进攻。当然，如你所知，斑马并没有“进化出”机关枪。

　　这涉及到复杂器官的演化过程。再复杂的器官也是通过一步步突变而来的。每一步突变都是有用的，都比上一代多一些优势。对斑马来说，情况就不那么乐观了。很明显，无论是单一的枪管，还是子弹都没有任何用处，只有当这些零件有机组织在一起时，才具有杀伤力。因此，机关枪只能被“设计创造”出来，而不能“进化”出来。

　　同样的道理也能解释人为什么没有长出翅膀来？

　　周忠和指出，飞行其实很耗费体能，鸟类祖先当初演化出翅膀也是对生存环境的一种适应。生存最关键的两个问题，一是安全，二是食物。为了让自己生存得更安全、吃得更多，那么鸟类祖先需要向天空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间。鸟类祖先也是迫不得已才学会飞行的。而演化出翅膀来也是需要很多先决条件的，飞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会飞行的翅膀是慢慢演变过来的。而对人类来说，前肢变成翅膀没有什么实用意义———还是留着那双勤劳能干的手比较好。

　　演化不是无所不能的创新，这一点完全可以根据演化论的原理推断出来。特创论者提出的指责恰恰可以被用来解释演化论的正确性。

　　误区6　复杂生命演化不来

　　真实情况：

　　概率虽然很低。只要时间足够长，就没问题的。

　　从出现第一个有机分子到现在，生命经过了无数次的选择。其间，失败随处可见。从你开始上溯，可以找到无数个父本和母本，这些父本和母本中的任何一个稍有闪失，你根本不会出现。若没有超自然力“保驾护航”这样的演化结果是不可能的吧？

　　要了解演化，必须明白3件事。首先，这种万亿分之一的几率时刻存在。第二，突变是偶然的，但是生存者却不偶然。第三，如果演化时间足够长，那么生物总能向着复杂方向演化。自然选择就是这样，只要给足了演化时间，那么那些极不可能的事也是有可能的。

　　随便以地球上最简单的生物为试验对象，排排其DNA排序的可能次数，就会发现这是个天文数字。

　　这是否意味着演化是不可能的？数学分析表明，像蛋白质这样复杂的东西随机产生是不可思议的，更不用说活细胞。机遇在演化中起作用，但演化过程并不是靠运气来产生有机物、蛋白质或其他生命实体的。随意选择通过保留有益突变并淘汰有害突变而实现非随机的变化。只要选择的力度保持稳定，自然选择就可以推动演化朝着一个方向前进。

　　尽管有益突变的几率极小，但这并不意味着不会发生。事实上，有益突变的几率要比你想象的多。类似通过有性繁殖，有益突变就会通过后代遗传下去。此时，自然选择就会显示出它的魔力。这个通过万亿分之一的几率选择出来的有益突变通过百万年演化就能遗传下去。

　　误区7　演化让生命越来越复杂

　　海星和海胆的祖先本有脑，但后来都“进化”没了。

　　真实情况：

　　在演化的过程中，有些生物会逐渐舍弃一些东西。

　　人们总是愿意相信演化总是保持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趋势：人比猩猩复杂、猩猩比猴子复杂、猴子比大肠杆菌复杂……这或许就是为什么“evolution”常被译为“进化”的缘故。

　　不过，现在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用“演化”替代“进化”，因为类似的趋势事实上并不存在。演化本身或许并不存在目的或者方向。甚至在某些时候，自然选择会让生物物种趋向简单。这其实很好理解，如果不需要它，自然也就很容易失去它。

　　生活在洞穴中的墨西哥脂鲤是一种没有视力的盲鱼。虽然长着眼睛，但是当它们还在卵中发育的时候，眼睛就开始退化。这种退化可能是在数百年前甚至数千年前形成的，那个时候墨西哥脂鲤生活在一片漆黑，没有任何光线的环境下。

　　而一些生物，往往比它们的祖先更为简单。类似海星和海胆都没有脑，但它们的祖先却可能拥有脑的雏形，正是演化把它们的脑子弄没了。类似的情况，事实上非常普遍。

　　在40亿年的生物演化史中，演化的结果是产生了更复杂的生命形式。但是问题在于：为什么会产生如此形态复杂的生物？我们会将其简单地归结为自然选择的结果。然而最近几位生物学家研究了人类的基因组后认为，在很多时候，生物界复杂性的来源恰恰是由于自然选择的压力太弱甚或缺席时造成的。

　　想象一下：一种动物其基因携带了两种不同的功能。如果在一些后代那，恰好因为变异拷贝出了两个同样的基因，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后代是更适应的。事实上，它们也许会因为有了双份的基因而变得不适应。当然，如果生存压力很小，这些后代也照样能活下去。这样一来，这些变异就会通过“遗传漂变”扩散出去。这个基因是多余的，因此它可以随便突变。当然，大部分时候突变是没什么用的。突变也可以让这些后代失去其先祖那个基因最初拥有的两种功能中的最基本的功能。由此，一个物种可以从拥有两种功能的基因突变成为拥有两个基因，各自具有不同的功能。这便增加了物种的复杂性。而这种增加显然不是自然选择的结果，而仅仅是机遇使然。

　　周忠和指出，除了基因层面的机遇外，生物演化还存在外部环境机遇的问题。白垩纪晚期，由于小行星撞击地球，以及其他一系列事件，一度统治地球的恐龙完全灭绝。这一变化使之让出了原来的生存空间，哺乳动物慢慢兴盛起来。“这同样也是个生态学范畴，在生存环境没有那么多压力下，出现了更多种群的物种。”

　　这样一来，更多的基因通过“机遇”过程得以增加。这个过程一次一次地重演，基因越积越多，最后出现了多细胞生物……再最后出现了人。

　　由此可见，只有在选择压力很轻的时候，才有可能积攒多余的基因。而这些多余基因在自然选择的作用下，渐渐演化出新的功能。

　　误区8　“适者生存”即自私

　　在人类社会中，兰博这样的强者，却不一定是“适者”。

　　真实情况

　　“适者”不一定是简单的利己者。它也可能是一个很好的合作者。

　　“适者生存”不是达尔文的发明。这是英国哲学家斯宾塞（HerbertSpencer）提出的。不过，斯宾塞所说的“进化”用法并非严格意义上的达尔文主义，而是纯粹的向前变化。

　　演化更多的动力是出于自然选择，而不是适者生存。尽管“适者生存”能让人联想到为了生存而进行的残暴斗争，但“适者”并不意味着最强大或者最有野心。相反的，在自然界，“适者”有很多不同的特征，比如“最能生养”、“最聪明”，它可能意味着更富有团队精神。在人类社会中，适者多半不是“兰博”，而是圣雄甘地或者爱因斯坦。

　　大自然偏爱合作精神，合作才是最能适应自然选择的生存策略。比如，单细胞向多细胞的演化就是“合作优势”的体现。生物的细胞内存在一种名为“线粒体”的细胞器，它是细胞内氧化磷酸化和形成ATP的主要场所，是细胞的“动力工厂”。不过，科学家们发现，线粒体内也存在DNA，即所谓线粒体DNA（mtDNA），这种遗传物质与细胞核内的DNA来源并不一样。一些科学家认为，早期细胞间的合作就是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一旦失去合作，会引来灭绝性的灾难。我们体内有了癌细胞。“自私”的癌细胞如果不被免疫系统除掉，或者不启动“自杀程序”，结果不堪设想……

　　同时，我们当然也不能盲目地从大自然中寻找人类行为的准则。不过，很多经济学家和政治家非常善于利用演化论来为自己找理由，从种族歧视到优生学，从自由市场理论到资本主义……都有人这么做过。一些达尔文主义者指出，这种思维方式不但亵渎了演化理论，而且也是非常危险的。

　　误区9　宗教、科学势不两立

　　真实情况：

　　很多人在协调宗教与科学的关系，宗教关乎人类价值，科学负责解释自然。

　　生物学家古尔德说，科学和宗教之间没有冲突：“科学是真实记录自然世界发生的事情，进而解释这些现象。而宗教也起着同等重要的作用，但属于完全不同的范畴，宗教关乎的是人类的价值、意义。”

　　古尔德的说法颇为流行，这一观点的支持者不想挑起科学和宗教之间的冲突。许多宗教团体甚至发表声明，指出演化论与他们所信仰的教义并行不悖。

　　科学和宗教基于人类经验的不同方面。在科学领域里，解释必须以观察自然世界得到的证据为基础。如果科学的观察和实验与现存的解释相冲突，那么，该解释必须加以修正，甚至被完全放弃。宗教信仰则并不仅仅以经验的证据为后盾，也不一定会由于相悖的证据而改变，而且通常涉及超自然的力量或实体。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科学与宗教是平行的，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关注人类对于外部世界的认知。

　　一些人认为演化可能确实发生过，但在很多关键的地方，“创造者”参与了。人类无法回到过去看清楚人类演化的每一步，出现这样的观点在所难免。不过，尽管没有时间机器，我们也已经认识到从类人猿到人类演化中，是一个个基因决定人类语言能力、思维能力和大脑容积基因，这一进程中没有超自然力在起作用。而随着越来越多的基因组被破译及化石的发现，我们也逐渐还原出人类演化中的每一个链条。

　　还有一些人承认演化是自主进行的，但前提却是“创造者”启动了演化。这种说法也无法证伪。

　　第三种观点认为“创造者”不是一个具体的人，而是整个宇宙。甚至还有些人认为，“创造者”在演化的过程中扮演了一个监工的角色。这种说法不能证伪，但和目前发现的所有事实完全不符。

　　或许，“人是由细菌逐渐演化而来的”这样的观点确实并非人人都能，或者愿意理解的。

　　误区10　自然选择　无法解释同性恋

　　开尔文勋爵认定地球年龄仅2400万年，这给了达尔文一个沉重的打击。幸亏他错了。

　　舒宾发现的化石及其复原，它可能是鱼与两栖动物间的过渡物种。

　　真实情况：

　　其实演化生物学家对“同性恋基因”的遗传提供了好几种解释。当然，这一问题尚未有定案。

　　反对演化论有个简单的理由：演化论无法解释同性恋———同性恋的基因怎么能被选择下来呢？这个问题出现频率非常高，但却是错误的。

　　从美洲野牛到企鹅，好几百个动物物种中都存在同性恋现象。不过，我们现在还无法弄清楚，同性恋现象在多大程度上与基因相连。不过我们现在知道，基因突变确实会导致同性恋的发生。

　　如果真的存在“同性恋基因”，那么这个基因是怎么遗传下去的呢？

　　著名科普作家姬十三介绍说，对此目前学术界主要有三种解释。

　　一种是两性倾向。事实上，直到西方社会认同同性恋现象，一些同性恋往往也有他们的异性伴侣，有他们自己的家庭。而这种现象在动物世界里也不少见。看看那些日本短尾猴，雌猴子更热衷于追逐它们的同性，但是它们仍与事实雄猴结合。换句话说，它们是双性恋者。

　　第二种同性恋者能够进化出来，是因为对一个群体有用。美国生物学家、社会生物学的创始人爱德华·威尔逊曾在1978年提出了“同胞选择”理论。他认为，男同性恋对其兄弟姐妹的子女会更关心，让他的侄子、外甥们有更高的生存率。这些孩子有一部分基因（约八分之一）与其相同，这样男同性恋者就通过其侄子、外甥们传播了一部分基因，其中有的就含有隐性的“同性恋基因”，而更高的生存率可以弥补男同性恋自己不生育的损失。

　　另一种可能是，“同性恋基因”在不同的性别身上有截然相反的作用。2004年，意大利帕多瓦大学进化心理学家希雅尼（AndreaCiani）领导的研究小组报告说，与同性恋男人有亲戚关系的女人会生育更多的孩子。而男性携带“同性恋基因”会使其生育率极低。这样携带了隐性“同性恋基因”的父母可以由具有超级生育率的女儿弥补男同性恋不能生育的损失，进而将“同性恋基因”传播下去。

　　在最新的研究中，希雅尼用数学模型来寻找可以解释这种现象的理论。研究人员考虑了20多种可能性，包括同性恋基因的数量、其生殖优势水平、其位于X染色体还是其他染色体。

　　研究结果表明，能够最佳解释上述数据的模型包含两个同性恋基因，其中至少一个在X染色体上。这些基因增加了女性的生育力，却降低了男性的生育力，这种现象曾在昆虫和哺乳动物中研究过，称为“性别对抗”（sexualantagonism）。

　　误区11　演化论不能被证伪

　　动物学家发现，雌性日本短尾猴更热衷于追逐它们的同性。

　　真实情况：

　　作为一种科学理论，演化论当然可以被证伪，证伪的方法至少有三种。

　　任何一种科学理论体系，都应该能够做出一些推断和预言，而这些推断或者预言都应该是能够被证伪的。不过，却有人认为演化论无法被证伪。

　　据说，生物学家霍尔丹在被问到“如何证伪演化论”这个问题时，回答说：“前寒武纪的化石兔子！”

　　霍尔丹的意思是通过化石反映出来的物种发展进程演化理论预言：所有出土的生物化石大致呈现越来越复杂，越来越高级的趋势。比如，多细胞生物应该出现在单细胞生物之后，有颌纲的鱼类应该出现在无颌纲鱼类之后……所以，只要你发现一两个例外就可以宣布演化论错了，比如在前寒武纪的地层里挖出一块兔子的化石。

　　当然，要想找到前寒武纪的兔子难度确实很大。因此，生物学家们又给试图证伪演化论的人支了一招———找到一只长有羽毛的兔子，或者干脆就是天马。科学家们同样只能承认演化论确实错了。

　　由于演化的存在，一些动物身上会带有两类动物的特征，看起来如同是两类动物的杂合体。哺乳动物和爬行类的杂合体很常见，比如穿山甲。此外，古生物学家还找到过鸟类和爬行动物的杂合体化石。但根据演化论可知，哺乳动物和鸟类是分别从两支不同的爬行类动物种群演化而来的。它们从最原始的祖先开始就已经分道扬镳，所以它们没有杂合体。

　　还有一个证伪演化论的方法是，宣布地球年龄很小，生活在此间的生物们根本没有足够的时间演化得那么复杂。当年，大名鼎鼎的开尔文勋爵就做过这样的事情。1897年，他确认地球年龄为2400万年。这对达尔文来说很糟糕，因为在1859年，他宣布创造英格兰南部一个地区的地质进程耗时3.0666亿年。看起来，了不起的演化论行将破产。达尔文本人只能勉为其难地说：“我确信有一天世界将被发现比汤姆逊所计算的还要古老。”当然，现在我们知道，开尔文错了。地球的年龄至少有45亿年。

　　误区12　演化没有预见性

　　演化论预言了这种蛾子颜色的变化。《新科学家》图片

　　真实情况：

　　生物学家很难借助这个理论作出什么预言。但演化论依然精确预测了一些事情的发生。

　　科学家很难根据演化论做出预测，因为根本就不知道生命会朝哪个方向演化。就拿600万年前生活在非洲的类人猿来说吧，它的目前后代有四支，分别是大猩猩、黑猩猩、倭黑猩猩和人类。他们的分家也许源于很细小的变异。

　　地球上的生命演化史也时时伴随着机遇。如果当年恐龙没有因小行星撞击地球（以及其他原因）而灭绝，那么哺乳动物可能根本无法获得足够的生存空间，地球上或许就根本不会出现人类这样的“最高等的生物”。假如我们把时钟倒拨到40亿年前，让地球重新开始，生命很可能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

　　尽管演化论的预测能力有限，但它已经准确地预测过很多事件的发生。达尔文曾经在他那个时代预言地球的年龄非常大。这在当时是惊世骇俗的观点。达尔文还预言，将来能发掘出一些处于过渡期的生物化石。2004年，演化动物学家舒宾（NeilShubin）在加拿大的北极地区发现了一具浅水鱼类化石。该物种被命名为Tiktaalikroseae，它显示出半陆地半海洋中间状态特征的化石。研究者认为，这条鱼的胸鳍已经呈现出肘和腕的功能。还有一个著名的例子：工业革命让英国的大气污染越来越严重。空气中含有大量烟灰，树木与墙壁也被熏得越来越黑。当地一种原本长着白色斑点的蛾子，竟然演化成完全黑色，以便与周围环境保持一致。后来，随着英国人逐渐意识到污染问题的严重性，开始治理大气污染。英国空气中的烟灰越来越少。渐渐地，这些蛾子身上又出现了白色的斑点。

　　演化论还非常具有实用性。演化论预言，转了抗虫基因的农作物会让虫子们演化出抗药性，但是，如果在转基因农作物旁边种少量的普通农作物，就能大大减缓虫子演化的速度。原因很简单，因为这样一来虫子们的生存压力就没有那么大，因此也就无须紧赶慢赶演化出抗药能力了。

　　误区13 演化是随机的
　　真实情况：

　　变异虽然是随机发生的，但自然选择依然倾向于那些有利于适应环境的变异。

　　什么是适合的，什么是不适合的？自然选择是非常严格的筛选过程，进而使得器官能朝着特定的方向演化。但是，机遇又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经由自然选择的演化有两个过程。第一步是随意的，变异都是偶然事件。但是第二步则不是偶然的，自然选择倾向于那些有利于适应环境的变异，这便意味着自然界对适合的、不适合的有着严格的判别标准。

　　试想一下，生活在水下的生物必须捕食猎物。偶然的变异会使得它们的后代具有各种不同的形状。但是，变异出的形状能使其更快地游动并减少阻力，那么这些后代就能更好地生存下来并进行繁殖。

　　演化后的结果我们也看到了，尽管鱼类有多种多样的体形，但其中最常见的是纺锤形，又称流线型。这种体形的特点是：头、躯干和尾三部分比例适中。鱼身的三个体轴以从头到尾的长度最长，背到腹的高度次之，左到右的宽度最短。整个鱼体形状就像一只纺锤，两头尖中间厚，其横切面为椭圆形。它的身体最厚的部位是在头后至体前这一段，自此均匀地向后方渐渐变窄，整个体形显得浑圆结实光滑，可以减少湍流，将水流的摩擦力减少至最低限度。所有擅长快速游动的鱼类，都是这种体形的。

　　这当然不是谁精密设计出来的结果，相反却显示了自然选择的力量。事实上，在面对相同的问题时，演化会“设计”相似的结构。翼龙、鸟、蝙蝠这三类动物并没有太大联系，却不都演化出了相似的飞行方式。

　　1988年，美国密歇根州大学演化生物学家伦斯基（RichardLenski）博士和他的同事将一个大肠杆菌繁殖出的12个实验室细菌种群分别放进试管内，以追踪观察它们的演化路径。

　　如今，这些细菌已经演化了4.4万代，伦斯基博士和他的同事已经有了惊人的可重复性的例子：所有种群在试管里竞争生存和增殖过程都显示出相同的演化模式，12个细菌种群都进化出了更大的细胞、更快的生长速度和较低的高峰种群密度。同时，每一个种群都由于丧失了来自同一基因的DNA片段，从而丧失分解核糖的能力。

　　这一切都显示，虽然变异是随机的，但演化本身却未必如此。

　　误区14　演化违反“熵定律”

　　真实情况：

　　生命世界不是一个封闭系统，因此不适合在这里讨论“熵”的问题。否则，既误解了该定律，也误解了演化论。

　　热力学第二定律说：“不能把能量（热能）从低温物体传递到高温物体而不引起其他变化。”这究竟与演化有什么关系。混淆来源于第二定律的另一个等价表述：“封闭系统的熵永不减少。”熵用来表示不可用的能量，常常和直观的混乱或随机概念联系在一起。特创论者因此曲解了第二定律，说事物总是从有序发展为无序。

　　特创论者往往忽视了生命不是一个封闭系统的事实。

　　此外，不仅生物与热力学第二定律不相关，非生命系统中从无序中产生的有序也是如此。雪花、沙丘、龙卷风、钟乳石、被夷平的河床以及闪电就是自然界中一些从无序中产生有序的例子，实现那种有序不需要一个智能程序。对任何有大量能量流动的重要系统，你几乎肯定可以从其中的某处找到有序。如果从无序中产生的有序违反了热力学第二定律，那么为什么它在自然界中如此普遍？用热力学反对演化论，既误解了热力学，也误解了演化论。

　　误区15　生物学家都支持达尔文

　　
真实情况：

　　现代生物学对达尔文的理论进行了丰富和细化。而达尔文本人在一些细节问题上的观点，其实也是错误的。

　　在达尔文之前，就已经有了关于生命演化的各种思想。而达尔文则是在1859年，也就是差不多150年前出版的《物种起源》中提出他的演化论思想的。现代生物学家认为达尔文最大的贡献，就是提出了自然选择。但那时，许多生物学家不能相信演化的观点，达尔文的理论也受到抵制。

　　20世纪30年代，生物学家已经普遍接受了自然选择是生物演化的重要力量（当然不是惟一的）。随着遗传学的发展，生物学家开始探索演化的过程。众多领域的新发现，带来了人们对达尔文演化论的新理解。

　　事实上，现代演化理论是对达尔文进化论的丰富，当然也有一些细化之处。周忠和指出，现代演化论就是在接受达尔文演化论的基础上，将演化论深入到分子层面，将自然界的一些演化中的一部分归为是遗传漂变在起作用。

　　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提到，任何生物在复杂且有时变化了的生活条件下，无论以何种方式发生了微小的有利变化，它就会有更多的生存机会，被自然地选拔了出来。但日本学者木村资生却于1968年提出，分子水平上的大多数演化变化以及物种中的大多数变异性不是达尔文式的选择而是由选择上呈中性的或近中性的突变等位基因的随机漂变造成的。

　　“这怪不了达尔文，在他那个时代，还没有遗传学。遗传学出来后，对达尔文的演化论也没有来个颠覆。遗传漂变是在基因、分子层面上来探讨的。”周忠和指出。同时，达尔文也犯了一些细微的错误。比如他相信狗是许多野生种杂交的结果，但家鸡却只有一个祖先。事实恰恰相反。

　　现代生物学家正用新的发现来探索更多演化的秘密，如果他们都是唯达尔文主义者，这么多的更正事实怎么会出现。当然，在这个“更正”的过程中也会出现反复。周忠和指出，类似获得性遗传这一说法，至今学术界还有争议。达尔文曾在1868年提出泛生论，承认获得性遗传，但现代达尔文主义则否定了获得性遗传，“不过最近又有研究人员提出获得性遗传这个说法也不错。”周忠和举例，比如父亲身体壮实，生下来的儿子通常也不会差到哪里去。

　　误区16　鞭毛不是演化的结果

　　真实情况：

　　许多器官都不是一蹴而就的，鞭毛虽复杂，也是逐渐形成的。

　　“无可还原的复杂性”是由美国生化学教授巴希（MichaelBehe）提出的。他提出，其实生物系统非常复杂，每一个可似发挥功能的系统其实是由很多的组件构成。只要少了一个组件，整个系统就会失去功效。有些生物的功能太微妙了，无法逐渐演进。

　　该理论最常见的例子就是细菌鞭毛。构成鞭毛的蛋白质是如何巧妙地排列成发动机的部件、方向舵以及可能要求采用的其他种种结构。巴希声称，这样复杂巧妙的布局通过演化上的改良而设计出来的可能性实际上等于零，因此证明了它只能是神创的。

　　其实，大肠细菌的鞭毛是由近40种不同的蛋白质分子组成的，而在通常情况下，细菌鞭毛由至少23种蛋白质分子组成。在这23种蛋白质分子中，只有2种对鞭毛来说具有独特性，其他的都有其他功能。鞭毛的最终演化过程可能仅仅是通过某种新颖的方式把原先为其他用途演化出来的复杂组成部分重组起来。

　　此外，在鞭毛结构中，参与旋转力矩产生的部分称为“鞭毛马达”。各种遗传学、生物化学和形态学分析表明，在大肠杆菌的鞭毛组装和运行所需的几十种蛋白质中，只有5种蛋白质与鞭毛的力矩产生密切关系。

　　一些细菌鞭毛形成了导向性，也是处于对环境的适应。鞭毛是细菌的运动器官，细菌在鞭毛的带动下，朝着有利于自己生存的地方运动。细菌的运动有化学趋向性，向富含营养物质处运动。由此，当然说细菌鞭毛具有无可还原的复杂性。

　　生物体的许多器官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周忠和举例，除了眼睛、鞭毛外，耳朵也是如此，是由先前承担其他功能的结构演化而来的。远古鱼类头部的部分骨骼后来演化成了陆地动物的耳朵，而这些骨骼最初的作用只是为了支撑鱼腮和颌骨。“这些演化是有基础的。”

　　误区17 演化了一半的翅膀没用

　　犬颌兽化石，它虽然是爬行动物，但显示出一些哺乳动物的特征。

　　果蝇的触角足突变使本该长触角的地方长出了腿。

　　真实情况：

　　在翅膀演化过程中的任意阶段，这个“半成品”的翅膀都是有其用途的。

　　这是演化论的反对者时常提及的一个观点。这个问题已经折腾了一个多世纪。这些人并不知道翅膀是怎么出现的。

　　对于昆虫来说，翅膀可能来源于翻滚行为。从今天生活在北美洲的石蝇身上，我们也许能找到一些相关线索。石蝇幼虫在出生之后的一年里，几乎完全待在水底。到冬末它才露出水面，进入成虫阶段。石蝇生命的全部意义就是繁殖后代。要寻找配偶,它们就必须奋力一搏，从水中来到岸边。现在的问题是，它们的翅膀实在太弱小，根本无法供飞行用。它奋力挥翅，向前滚动，在水面上滑行了一段距离，终于登陆成功。在滚动、滑翔的基础上，自早期昆虫胸背侧突逐渐扩展，它们的滑翔距离就可以越来越远。最后，胸背侧突终于发展成了能够自由飞翔的翅膀。

　　鸟类翅膀的演化过程稍微复杂一些了。首先是羽毛的出现。古生物学家认为，鸟类起源于兽脚类恐龙。想一想暴龙（霸王龙），鸟类跟这些凶猛的大家伙是亲戚。在一些小型兽脚类恐龙的化石上，古生物学家们发现了羽毛。这些小型兽脚类恐龙可能是恒温动物，长羽毛是为了保持体温。

　　接着就是翅膀的出现。关于这一步骤，存在两种观点。第一种认为，鸟类的祖先是地栖动物。小型兽脚类恐龙在地面上奔跑、跳跃的过程逐步获得飞行的能力。另一种观点认为鸟类的祖先是树栖动物。它们在树间跳跃时需要借助翅膀的力量，最终它们从滑翔开始渐渐掌握了飞行的技术。事实上，某些小型恐龙具备飞行的能力。

　　中科院动物研究所博士生张劲硕则指出，蝙蝠翅膀和鸟类翅膀的演化过程一样。它们的祖先是小型树栖哺乳动物，在树间穿行、跳跃，逐渐发展出皮翼，然后是滑翔，最终才进化出飞行的能力。“你当然不能认为进化过程中的每一步都是无用的。”

　　所有的演化过程都是生物遗传与环境的完美结合的产物。环境是变化的，且具有不可复制性。类似在鸟类祖先生活的年代，它们出于生存的需要，就要上树，能飞是为了适应生存的需要。“而飞行能力的获得，也是生物遗传与环境双管齐下才取得的。”周忠和表示。

　　误区18 变异导致毁灭而非创造

　　在顾氏小盗龙的化石上，可以清晰分辨出羽毛的痕迹。右下侧是它的复原图。

　　真实情况：

　　变异确实会造成信息的损坏，但我们还是能找到不少变异产生的新的性状，甚至新的物种的案例。

　　“当然，突变损害信息的例子也不少见，这是进化论的一方面，通过遗传学研究，我们可以找到无数的例子。”中科院北京基因组所于军研究员指出。但在另一方面，生物学家已经发现数以千计的实例，说明突变如何产生新的性状，甚至新种。这种说法不仅有事实依据，也是符合逻辑的。

　　于军指出人类消化牛奶的能力，就是一个随着周围环境改变，发生基因突变，进而产生新功能的例子。由于在断奶之后停止了奶制品的摄入，大多数人在10岁之前就已经失去了消化牛奶的能力，即在饮用牛奶后，会出现“乳糖不耐受”的现象。数千年前，在食用家养牛后，在欧洲和非洲的几组人各自获得了基因突变，由此即使长大成人了他们也能消化牛奶。遗传研究表明，对这些突变的选择是非常强烈的，所以它们显然是非常有益的。而在中国，由于牛奶在食物中所含比例较低，“乳糖不耐受”的出现率依然很高。

　　大多数生物学家都会认为这是在获得信息：环境改变了（比如牛奶能作为食物），由此基因发生了突变，而人类也可以适应这种环境的改变，即使成人也能消化牛奶。

　　2004年，美国波士顿DanaFarber癌症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在《自然》上发表文章称，他们在旧大陆猴体内发现一种名为“TRIM5-alpha”的蛋白质，能够有效阻止艾滋病毒进入猴子健康的细胞里，使艾滋病毒无法在猴子身上传播。

　　对比恒河猴基因和人类基因候，研究人员发现恒河猴的“TRIM5-alpha”的基因与人类的“TRIM5-alpha”基因所产生的蛋白质中有一个氨基酸不同，这一重要的变异导致恒河猴“TRIM5-alpha”蛋白可以阻止艾滋病病毒复制。这正说明了一个基因突变就能合成新的蛋白质，产生新的功能。虽然此类事情发生的几率非常小。这个突变基因只在两种独立发展的猴子群体内出现。于军强调，在现代基因遗传学研究中，这种一个基因突变就能合成新的蛋白质，产生新的功能的例子已经很多。

　　事实上，新基因的产生不仅仅只是发生了突变，更多的情况是形成了两个或更多的拷贝，各自向着不同的方向演化。

　　类似从昆虫到人类的两侧对称动物的身体主轴，是在名为“Hox”的同一组基因的指示下形成的。Hox基因决定腿、翼、触角以及躯体的各部分应该在何处长出来。例如，果蝇的触角足突变使本该长触角的地方长出了腿。挪威卑尔根大学萨斯海洋生物研究所所长Chourrout等人研究了属于“刺胞动物”Nematstella和Hydra身上的Hox基因。这两种动物都是在距今6亿年前出现的。虽然它们具有与两侧对称动物的前部Hox基因群相应的基因，但这些Hox基因的其余部分却有独立起源的迹象。该研究还表明，假设中的ProtoHox祖先基因群有一个简单的起源，即起源于仅仅两个基因。经过广泛的基因复制后，“刺胞动物”和两侧对称动物的Hox基因群遵从了独立的演化轨迹，得到了不同的结局。

　　误区N　演化误区　数不清

　　演化论是一种理论，就如果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既然是理论，科学家就会以事实为依据来做出解释。特创论者会驳斥演化论是一种假说，没有什么事实依据。事实上，作为理论的演化论更是一个事实。但是误解依然频频。在上述误解之外，还有其他的误解。

　　达尔文临终时宣布放弃演化论

　　如果爱因斯坦在临终时宣布放弃相对论，那么我们现在所处的宇宙会有什么不同吗？科学假设建立在事实基础上，而不是提出者的意愿上。

　　不存在过渡化石

　　过渡型的化石拥有世系A的一些特征，也有世系B的一些特征，还有介于两者之间的一些特征。说没有过渡型化石的人，要么很无知，要么就是个彻头彻尾的骗子。

　　尽管化石记录仍然残缺不全，自《物种起源》出版之后，古生物学家取得了一些进展，找到了数以千计的过渡型化石。著名的例子包括从爬行类到哺乳类、从陆生动物到早期的鲸鱼、以及从猿到人的过渡型。

　　演化论会败坏道德

　　即使接受演化论真的会损坏道德，但这也不能称为怀疑演化论的理由。就好比，因为核战争会引发灭绝灾难，我们就去讨论原子理论是错误的。

　　道德本身或许就是演化的结果。道德感能够帮助人类更好地演化。道德是人类社会和谐发展所必须的一种思维方式，如果把这种思维方式固定成为道德，并遗传下去，就可以减少人类遇到紧急情况时的思考时间。
